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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宅在海复镇胜利西街中段的弄
堂再向西行约一百米，启东市人民政府
建造的“海复镇遇难同胞纪念地”石碑就
坐落在江家宅原址上。

江家宅主人江导岷，字知源，别号滋
园，安徽婺源江湾人，十岁丧父，与寡母
相依为命维持生计，刚成年便到江宁的
店铺里当学徒。1893年经同乡江谦介
绍，江知源就读于张謇主持的崇明瀛洲
书院，目睹了崇明人围海造田。张謇中
状元后,1896年在江宁主持文正书院，
他又追随张謇去文正书院读书，与江谦
一起成为张謇的入室弟子。1898年戊
戌变法，张謇为求取新学，遂派江谦入读
南洋公学，江导岷去张之洞的陆军师范
学堂学习测绘，其间还学习了德语，为应
用西方先进技术打下语言基础，并于
190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0年9月25日，江知源还在读书
时，张謇便把他从学校里“借”过去替通
海垦牧公司测绘荒滩，在“仰唯苍天白
云，俯有海潮往来”的荒凉海滩上，他只
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绘成的《东海荒田
图》交给了张謇。张謇事后对叶玉昆说，
知源劳苦可爱，爱才怜惜之心溢于言表。

1901年7月27日，张謇将筹办通海
垦牧公司的重任交给江知源，江知源则
将西方现代技术和崇明人围海造田的经
验相结合，从测量、筑堤、开荒做起，风雨
兼程地奔走在第一线。母亲病重，他仍
丢不下手中的工作,直到张謇写信催促
他说“尊堂病剧，如何可留”，他才回了一
次江湾。

规建海复镇时，1903年10月14日
的张謇日记有如下记录：“置酒延客。知
源来，示以海复镇图。”

张詧曾经写过：“……周捍以堤，六
通四辟，田连阡陌，佃居成市，悉为江知
源所规划。”

张謇曾感叹说：“通海垦牧公司之
地，天下最难垦之地也……”1902年、
1905年两次风潮中，江君与龚君伯厚、
李君伯韫等诸人，皆昼夜守护危堤，出入
狂风暴雨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

在持续五昼夜的七十年未遇特大飓
风中，为护堤死去的民工，垦牧公司皆抚
恤其家属。七堤工头杨子卿无子，其所
得抚恤由族侄杨国珍继承，杨国珍得到
搬场村二十亩熟地,刚成年又被安排到
公司自卫队当警察。可见张謇对替他出
生入死者的重视了。

垦牧取得初步成效时,江知源又根

据张謇提出的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将
垦区行政建制定为垦牧乡。建立自治公
所，繁荣工商业，设消防室、拘留所、公安
局等机构，使垦区成为集工农兵学商于
一体的、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体系完整的
乡村地方自治样本。地方自治的成功，
触犯了当局的利益，才有了后来的张詧
遭通缉、江知源退隐江湖。

江知源的才能、忠诚与实干使张謇
对他极为信任，更是不断委以重任。为
协调各公司业务，张謇设立了通、如、海、
泰盐垦总管理处，自任总理，由江知源任
处长。后来的大有晋、大豫、大丰、合德
等公司都是在江知源主持下创办的。

其实，江知源1914年垦牧成功后，
“遂萌退志”，他在当年5月26日致函张

謇，表达对股东反对垦牧地方自治引起
他的失望，恳求张謇让他退隐。张謇挽
留说：以垦事论，尚有未竟之工，未堤之
地，方期吾弟于二三年内为吾终成之。
他又强调：自治，鄙人守此志，当愿吾弟
为吾终之也。

老师这样说，忠诚的弟子只能忍辱
负重干下去。

1918年第四次股东会，股东们又提
出将土地分掉，张謇说，无论如何必当做
成模范村落。江知源则坚决执行张謇指
示。会议结果是“俟三年后察核情形公
同议分”，使自治又延续下去。1925年
股东会只议分地，并没实际执行。1926
年张謇逝世后，股东会才决定分地共管，
即先把土地分了，再委托公司管理，可见

江知源为遵师命做了多少工作、承担多少
压力。

1927年，张謇哥哥张詧受当局通缉逃
亡大连，江知源独立支撑公司。1929年，
江苏农垦厅长何玉书考察垦牧，目睹了公
司在江知源治理下的概况。江知源指着目
力所及在水上排列的帆船不安地说，这些
都是海盗船，有数十条之多，三四百名海盗
打家劫舍。回到公司，见大门口两尊三英
寸口径火炮，何玉书深为震撼。中午吃饭，
豆腐青菜、四盘四碗全是公司自产。他对
何玉书说，他反对用外国工程队，（他们）自
己建设的合中闸花费58100元，耳闸花费
10000元。

江知源深知独力难撑，对昔日的理想
心灰意冷，遂于1929年6月7日的二十三
次董事会提出辞呈，避居大连去了。

江知源的离去使垦牧公司群龙无首。
1935年，张謇儿子张孝若又离世，这时的
股东又想起江知源，遂力邀他出席12月
25日的股东会，让他筹集偿还上海银行的
借款等；又在1936年2月12日的董事会
上“公推”他任会议主席，并代理董事长一
职，要他出钱出力。1938年12月28日，董
事会表示被秋潮损坏的堤岸尚缺两千元没
处筹，公决“请江董事知源设法筹措……”
江董事此时已精疲力竭，终于1939年追随
张謇去了，草草结束了他耿直忠义的书生
一生。

江知源在去大连前已处理了在海复的
地产。把张謇赠送给他的60股红利分得
的1400亩地及用自己的积蓄买的600亩
地一并出售，共得银数万元，交江谦赠送家
乡重修萧江祠堂用去部分，余款修建了江
湾中心小学，添置一应设备、制发统一校
服，开安徽省创建中心小学的先河。后人
在江湾“乡贤园”内为他俩立了石像。

江知源移居连山村后，把居所名为“无
闷庐”，从庐名就知他心情了。庐后种植几
十亩果园，叫郑孝胥“投资”他的林果业，他
在无闷庐内研究易经、佛学。杨愷龄写诗
说他：门无俗客，室有藏书，窗前更补松梅
竹，为伴高人耐岁寒。郑孝胥说他：廿年
隐海滨，读易忘其老，避乱复居辽，植果
守荒岛。

江知源存世的文字有不分卷的《茅山
志辑要》。他把张謇写给他本人及同事的
数百封手书汇编成《啬翁垦牧手牍》。

江知源悟道又不甘为道，他隐居又不
忘奉师命出山。张謇的好友刘厚生说，人
们常看到张謇坐一独轮小车前行，而江知
源便在后面紧随，不畏寒暑。

江知源隐退与复出
□田耀东 张海军

濠南别业紫藤“生辰之问”
□羌松延

为揭开谜团，研究者从多方面进
行了探寻。有人依据张謇《庭中朱藤
开几匝月姚光冶色灿烂殆不可状诗以
张之》的诗句展开推算。诗中提到“修
藤移来七八载，芟骈理颖植架抚……
三年蔓交叶覆盖，高不过丈平屠苏”
（一丈约3.33米；屠苏，此处是房屋的
意思）。从诗句可知，紫藤移栽后生长
态势良好，经过近三年长成藤蔓纠缠、
绿叶繁茂的样子，但藤高不超一丈，大
致和一间平房的高度相当。查阅张謇
日记，1923年三月十五（公历4月30
日）“有《朱藤诗》”，由此推算出两棵紫
藤大约移栽于1915或1916年，即栽
种时间的下限为1916年。

一幅张謇与家人在濠南别业阶梯
上的合影，也为我们解开这个疑问提
供了重要线索。照片中，靠一楼阶梯
内侧花槽上的一棵藤木十分显眼，已
经伸展至二楼之上，从照片目测，其根
部树径在2厘米左右。再看照片中的
人物，右边两位是张孝若、陈石云夫
妇，左三坐在童车里的是张謇长孙女
非武（1916年12月—2016年9月），
他的次孙女柔武（1919年4月— ）
此时尚未出生。结合出镜人物信息与

别业建成时间等多方面因素推测，这
张照片应摄于1917或1918年，图中
紫藤当为移栽而来，其移栽时间，自然
是在此照拍摄之前。再根据紫藤生长
速度推测，移栽前它已生长数年且有
了一定高度。

另有张謇致孙支夏函（十件之
五），信中的内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他首先对濠南别业种松给出了详细指
导：“别业表门内种松，椭圆坛江边之
泥已否填满？似可多用水藻及苑中拔
出之青草（亦可夹用马粪）已沤于池内
者，加入泥中，上仍盖泥尺余，四周略
高，俾聚雨水渗入以腐之。”接着，他又
针对紫藤棚的安置提出了具体建议：

“露台上藤棚圆铁柱，似二寸半或二寸
径已足用。第一层东西南三根横梁，
二寸或寸半径亦可；第二层东西横梁
四根，寸半或一寸亦可。柱须生铁，梁
似可熟铁攀圆，酌之。”如此在行、细致
的交代，充分体现了他的“专业”水平
以及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办事
风格。由于准备移栽的紫藤已有一定
高度，且具攀援属性，自然就需提前搭
设棚架。所以，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
张謇交代的应该是种藤、移松之前的

有关准备工作，也可据此推测种藤与
种松时间基本同步或相距不远。

那张謇的这封信函写于何时呢？
看落款时间为“七月十四日”，原函并
没有写明年份，在收录于《张謇全集》
时则有加注“民国四年（1915）后”。
而张謇曾以诗《移松行》记录移松之
事，《全集》将该诗的写作时间定为民
国四年农历十二月，即公历1916年
1—2月。以笔者猜测，《全集》编者所
注“民国四年（1915）后”可能就是据
此而来。然而，笔者不知《全集》中这
一系时依据的是什么文献，否则，种松
时间上限可定在1915年“七月十四
日”以后。

另有1916年 1月29日的《神州
日报》载：“濠南别业精心结构，风景极
佳，虽一花一木之微，亦皆布置入
画”。在此之前的1915年3月，因袁
世凯急于称帝，并私订“二十一条”，张
謇闻之愤而决裂，请假回到南通，过上
了“悠游林下，终日以书史自娱”的生
活，也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关注或打
理花草树木。虽然这篇报道并未直接
提及紫藤，但其中的内容与前面推算
的植藤年份并不矛盾。

也许是一种缘分，在濠南别业建成
110年之际，就在别业双藤再次绽放花
朵之时，笔者在1915年10月2日的《通
海新报》中读到一首署名“濠南”的《别
业落成》诗：“别开新宅近濠边，馆苑楼
台若比肩。种竹恰能逢醉日，移松不复
计栽年。”这就将种松时间下限进一步推
到了1915年10月之前。

在上述推论中，种松的大致时间看
似已基本明确，但选在盛夏或初秋时节
种下一棵大树，又明显有悖于常识。经
过一番苦思冥想与绞尽脑汁的探寻后，
笔者在陈松林老师所著《张謇长诗〈移
松行〉写于何时？》一文中找到了问题的
关键——《全集》对该诗的系年存在错
误。陈文史料翔实、逻辑严密，作者依
据张謇 1915 年 5月《复庄蕴宽函》与
1914年12月、1915年2月给张孝若的
信中有关内容，经过一番严谨缜密的考
证，最终得到了一个极具可信度的结
论：“张謇《移松行》写作时间当在1915
年3—5月。”据此推断，那张謇致孙支夏
函（十件之五）的系年应为1914年。

至此，综合以上信息，再结合通常
的植树时节，或可推论出濠南别业两棵
紫藤的移植时间为1915年春。

戴联奎墓：
遗存石刻传清风

□丛越 白本

如皋东陈有一个尚书村。所谓尚书，即清代名臣戴联奎。他的墓
地就在尚书村。

经过十年浩劫，墓地已毁。幸运的是，还有十座石像尚存于尚书村
墓地附近，已被定为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对石羊、一对石狮、一对
石马，位于室外，经过上百年的日晒风吹，动物石像身上都已泛起青
斑。另有四尊石翁供奉于室内，为青石石质，身高在2.45至2.72米之
间，每尊重两吨左右。两尊文臣，头戴龙图阁学士官帽，亦宽袍大袖，手
捧牙笏侍立左右；两尊武臣，头戴参知政事官帽，身穿宽袍大袖的朝服，
一尊手执剑，一尊手执锏。坊间传闻，彼时大贪和珅东窗事发，戴联奎
抄家有功；戴联奎离世后，皇帝便将和珅原本为自己预备的石人石马赏
赐戴家，用于筑造墓园。这个传闻是否真实，难以考证。

清道光本如皋《戴氏宗谱·卷二·墓图》录入《大司马紫垣公墓图》。
紫垣公正是戴联奎。有图可见，戴联奎墓自南至北依次是牌楼、石像和
墓穴。牌楼甚是雄伟，上下共三层。顶层上书“圣旨”二字，中层为正文

“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兵部尚书戴府君墓道”。三个官名的排序颇为
有趣。戴联奎一生出任多种官职。清代进士毛式郇（礼部、吏部侍郎）
作有《二十五世紫垣公传》，戴联奎世居如皋，后来寄籍大兴：乾隆甲午，
公领京兆解首。乙未成进士。戊戌授编修，改复原籍，累迁至学士、詹
事、阁部，擢兵部侍郎，调礼部，复调兵部。丙寅督学安徽。庚午典江西
试。癸酉奉命督学山东，未之任，丁周太夫人。忧起，复吏部，擢左都御
史，晋礼部尚书。戊寅调兵部尚书……

牌楼所刻“光禄大夫”虽为死后的封官，但为正一品。一位汉人当
时能获此殊荣，实在难得。“经筵讲官”是指皇帝的老师，戴联奎曾任嘉
庆和道光的老师。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手握兵权。其中“经筵讲
官”最是令人关注。清朝每位皇帝的老师一般只有三四位，譬如道光皇
帝只有三位老师，其中两位来自如皋，除去戴联奎，另外一位是白蒲的
沈岐。其次，整个清朝能够出任两位皇帝的老师的只有三人，除去戴联
奎，另两位是汤若望（顺治与康熙）和翁同龢（同治和光绪），因此戴联奎
可称是“清朝中期第一帝师”。

戴联奎身后能获此殊荣，实源于其清正廉明的为官之道与淡泊自
守的处世品格。《二十五世紫垣公传》等文献详载其嘉言懿行。他曾自
述清廉之本：“一个人习惯于华膴（丰衣美食、富足华贵的生活），家人就
会效仿，忘记初心，习惯奢侈。我不知道奢侈的快乐，也不知道淡薄的
辛苦。家用节约，公款开销也能自足，确保我初心不变。”其风骨尤见于
拒附权贵一事。权臣和珅邀请邵二云、戴联奎师徒二人为其子（当朝驸
马）讲课，邵氏称病推辞，戴联奎也坚决拒绝。和珅又用花言巧语，欲送
重礼，戴联奎依然不从。毛式郇为此大赞戴联奎是“平居浑浑，不见圭
角，而临事断然”。户部右侍郎徐士芬《阁部公祭文》记述，皇帝曾经称
赞戴联奎是“吕端大事颇不糊涂”。清誉既著，恩宠遂隆。《如皋戴氏宗
谱》有记，嘉庆皇帝先后于丁丑、戊寅、己卯年三次御赐“福”字给戴联
奎。如皋戴氏二十八世戴经源还立下扫墓祭祖的家规：“祖宗坟墓，祭
扫千秋。秋风春雨，倾塌必修……岁时祭祀，以答神羞。牛羊行旅，毋
许践蹂。斯言不信，家法绳科。”戴联奎清廉谨慎的家风，得到了传承与
发扬。

每年4月中旬起，濠南别业的紫藤便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打卡点。那一紫、一白两挂藤花，犹如梦幻瀑布倾泻而下，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芳香，景色美不
胜收。众多市民和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在紫藤花下驻足拍照，留下美好的瞬间，沉醉于这烂漫春光。然而，如此知名的紫藤、国家二级古树名木，其栽种时间在
历史资料中却难觅确切的记载，以致有“百年紫藤”“树龄120年”“130多年”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上图左起：张謇与家人1919年前在濠南别业所摄的合影上，攀援而上的东侧紫藤清晰可见；花季景色。

解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安不少人把自行车作为谋生
的工具，不仅形成了一个群体，而且建立了组织。这段被现在人几乎淡
忘了的史实，说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解放初期，一穷二白的海安县没有工业，河道港汊太多，交通事业
并不发达，直到1958年，县里机关才有了汽车。“合作化”高潮以后，国
家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许多原来做粮油、布匹的小业主们纷纷
失业。一些做小本生意的，都想找一个能维生的活儿干。

由于当时海安没有工业，要想找工作很难，这些人当初的年纪也就
在二三十岁，头脑蛮灵活的，他们看到海安交通的薄弱环节：各个乡镇
的桥梁狭窄，汽车无法通过，众多乡村道路都是羊肠小道；从县城汽车
站或轮船码头下来的旅客，只能靠步行回家，扛着包拎着东西，特别是
妇女或年老体弱的，都感到十分吃力困难。

于是，有人试着用自行车帮送旅客，这支“二轮车”队伍越来越壮
大，从初期的几个人在车站、轮船码头“喊生意”，到后来发展成几十人
的队伍。虽然送客一趟只有二三毛钱，但一天挣个块儿八角钱的，也能
解决一家三四口人的生计。

当时，买辆旧自行车只要几十元钱，回来后加固链条、齿轮、轮胎，
后面用两根竹片延伸座位长度，上面再加上个棉花布垫儿，让乘客坐得
舒服一点。这样不用办任何手续就能上路挣钱。有的人买不到自行
车，就找钢管焊车架，七拼八凑搞成车子上路。

那个时候的客流量是有限的，几十辆二轮车排队等生意，一天也只
能摊上几个客人，有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踏货”的方向。那时，海安及如
东的蛤子（文蛤）等海鲜蛮多的，但由于交通不便，鲜货运不出去，有时
即便运到周边城市，由于中转时间长，蛤子变了质，变得一钱不值。这
些踏二轮车的知道，打通这条通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踏车的人要有
体力，能踏长途，来回100多公里，途中不能耽误；二是自行车不能出故
障，坏在前不把村、后不把店的地方，烈日一暴晒，文蛤一张嘴，鲜货就
变成了“臭货”。

于是，有几个头脑活络又略会修自行车的人，结伴先行“探路”。他
们备齐了补贴胶水及气筒等应急东西，第一天先到老坝港去买蛤子，装
进用细麻绳扎成的透气网兜，挂在自行车两边，晚上回到海安，这一趟
来回就有100多公里。第二天半夜时刻，又动身前往离海安60多公里
的泰州市，转手卖出。当时的这种海产品，买价只有几分钱一斤，卖出
时每斤角把钱，一趟也能赚个十来块钱。但这个活儿挺累人的，两天一
夜要骑三四百里路，人到家都累瘫了。许多人为了生活，就这样踏海货
干了好几年。

1958年，这些踏二轮车的人，终于进了组织，归属海安镇交运站管
理。当时这支队伍有100多人，县城百姓习惯称交运站为“二轮车
站”。六十年代初期，交运站曾划归海安搬运公司管理，但这支队伍中
基本无人想当搬运工人。他们知道，干装卸工要比踏二轮车苦得多，这
个活干不下来。此时，这支队伍成了弥补城乡交通工具不足的力量，车
站、轮船码头随处可见二轮车的身影。

到了八十年代，海安还没有达到“乡乡通”公路的要求，县城里也没
出租车。旅客们走出车站码头时，招手就能唤来二轮车，他们充分利用
地熟的优势，几毛钱就能送旅客到县城任何一个社区，块把钱就能到
10多里外的乡村，挺方便的。即便是夜晚，车站及县城几个繁荣地段
也能看到二轮车的身影，百姓们也认可这种交通工具，图个方便。

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海安交通事业才得到大发展，中巴车开通到了
各个乡镇，“野鸡”出租车在城里也能见到，摩托车在农村大量出现，通
讯工具也有了“大哥大”，二轮车逐渐没了市场，加之不少踏二轮车的人
陆续退休，经营了多年的二轮车运输终于在县城里逐渐消失。

海安曾经有支
“二轮车”运输队

□苏学勤

江家宅是五楼五底的四合院,四面绿水环绕，三进两场心，屋宇高敝，奇
花异草松竹梅满园，环境幽雅。张謇与江知源曾在江家宅的书房里长谈，粟
裕和夏征农在江家宅驻扎。日军把江家宅拆了筑碉堡，还乡团在废墟上活
埋了三百六十多名民兵和群众；江家宅边的“阿弥陀佛桥”栏杆上曾经挂着
血淋淋人头，江家宅命运多舛，江家宅记载了半部海复镇的诞生、斗争、成长
发展史。上图：江知源像及其作品集。


